
 

 1 

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的区域生态风险 

时空演变评估——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1 

李嘉艺，孙璁，郑曦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在城市扩张和气候变化背景下，三角洲社会与生态系统正遭受多方面风险威胁，适应性视角下的区域

生态风险评估有助于理解复杂系统与风险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适应性规划策略提供空间定量

参考。本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社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耦合适应性循环与区域生态风险评估理论，构建“潜

力-连通度-韧性”适应性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评估区域在当前与未来适应性生态风险的时空分

布与各城市所处的适应性循环阶段。结果表明，适应性生态风险由沿海区-城市群-生态区域呈现由较高到高再到低

的趋势，大城市外围现已出现较高风险。至 2030年,风险整体呈上升趋势，高风险向中小城市和生态区域蔓延。从

适应性循环阶段来看，杭州、宁波等 14 个城市处于生态风险较低的重组阶段。常州、南通等 8 个城市处于风险升

高的开发阶段。上海、南京、无锡和苏州处于城市发展成熟风险开始降低的保护阶段。本研究通过评估长三角城市

群适应性生态风险，得到高风险区分布与各个城市的适应性风险趋势,为长三角城市群动态变化下的适应性规划策

略制定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以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适应性循环；区域生态风险评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社会-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城市扩张 

生态风险指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暴露于多种风险源时发生不利的生态影响的可能性[1]。随着全球环境变化和城市发展,人

类-自然耦合系统的研究得到高度关注，生态学研究中将二者融合越发受到学者关注，生态风险的研究范围逐渐从单一生态系统

扩展到区域尺度，区域生态风险评估理论开始发展。广义的区域生态风险，包括区域空间格局呈现的生态风险、区域特定社会-

生态过程产生的生态风险等多种形式[2]，是以社会-生态系统为风险受体的评估框架。社会-生态系统的相关理论模型作为复杂系

统整体性的评估方法现已成为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的重点与最佳选择
[3]
。 

社会-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受自身和外界干扰与驱动的影响[4]。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从复杂系统

动力学角度研究系统对外界干扰的适应性是可持续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5]。适应性由缓慢发展和快速变化之间的动态作用所决定
[6]，适应性理论作为一种动态方法，可以分析系统如何应对风险。其中，Gunderson L.H.和 Holling C.S.构建的适应性循环是

一种启发式模型。该理论指出系统具有潜力、连通度和韧性 3种特征属性,并将依次经过具有不同特征的开发(exploitation,r)、

保护(conservation,K)、释放(release, Ω)和重组(reorganization,a)4 个阶段构成适应性循环。理论中的 3 种特征分别强调

单元属性、空间结构与动态趋势，与区域生态风险中不同景观要素和空间格局，以及系统对风险的动态响应相契合，因此该理

论模型可以帮助构想社会-生态系统中生态风险的复杂特征与响应，已成为环境和社会快速变化时期社会-生态系统分析和管理

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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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的自然演变特征使其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而丰富的资源又吸引着人类聚居，其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

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因此三角洲地区可以作为社会-生态系统进行分析[7]。今天，三角洲已成为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快速城市化与气候变化给高度动态化的三角洲地区带来了高风险压力。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也将三角洲地

区视为风险热点区域
[8]
。因此，以社会-生态系统作为评估对象，以区域生态风险评估作为依据的适应性规划策略对三角洲可持

续性发展至关重要。 

从对三角洲地区的已有研究来看，评估框架主要包括脆弱性分析、风险评估及部分适应性概念的引入，如张立权运用生态

系统管理方法(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EBM)对长江口沿海生态系统质量进行评估[9]、于瑜运用生态系统模型模拟长江中下

游区域生态系统对极端降水的脆弱性[10]、叶长盛根据土地利用变化对珠江三角洲进行生态风险分析[11]、吴玲娟构建海平面上升

灾害风险指数模型评估黄河三角洲生态风险
[12]
、Michael Hagenlocher 耦合脆弱性和风险评估框架对三角洲社会-生态系统的多

重风险源进行脆弱性和风险评估[13]、熊亮针对城市化进程提出基于景观的三角洲区域适应性城市转型方法[14]等。现有三角洲地

区的风险研究多是对静态状态的评估，指标选择集中在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欠缺对系统应对风险所具有的动态响应的分析研

究,无法完整表征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特征，无法明确系统在动态过程中的时空演变趋势,缺少对于不同风险状态区域后续适应

性策略的提出，三角洲这一社会-生态耦合区域的风险与响应尚未得到充分理解。 

长三角城市群已经跻身国际六大世界级城市群，是中国经济版图中的重心区域，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城市

化进程与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带来的潜在风险。过度开发导致区域内基本农田和绿色生态空间急剧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严重影响到区域国土空间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社会-生态系统，必须在多尺度的复合研究

中理解，其风险研究更应关注动态变化中的可持续性。因此，为研究和分析社会-生态系统与风险效应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研

究将耦合适应性循环理论和区域生态风险评估理论，构建“潜力-连通度-韧性”适应性生态风险评估框架。通过城市扩张模拟

以及未来气候情景的引入,探究区域适应性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趋势，以对区域国土空间适应性规划策略提供依据，进而推进长

三角城市群绿色转型,形成青山常在、绿水常流、空气常新的生态型城市群[15]。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等 26个城市组成城市群(图 1),面积为

22.5万 km2。区域平均海拔 50m左右，丘陵、山地集中在西南，东部为平原，其间河川纵横，湖荡棋布，农田占据 64.7%的土地，

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区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温 14~18T,年降水量 1000-1400mm,集中在春、夏两季。截至 2018

年底，长三角区域总人口 2.25亿人，地区生产总值 21.15万亿元，分别约占全国的 17.0%和 25.0%。依据 2016年 5月国务院批

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确定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期为 2016-2020 年，远期展望到 2030 年'成，本文以此作为模

拟与分析的时间依据。 

1.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所用数据包括气候数据、空间栅格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三大类，结合 ArcGIS、IDRISI、Fragstats 等软件，通过数

据分析、模拟和叠加得到多指标空间数据用作分析处理。气候数据来自 WorldClim 数据库(http：//www.worldclim.org/)提供

的全球气候空间栅格数据，分别选取 2018年与 2030年的数据作为当前与未来气候数据，其中未来气候选取 GCMs-ACCESSl-0全

球气候模型的 RCP8.5 碳排放浓度情景。海平面上升数据来自洪水地图网站(http://flood.firetree,net/);空间栅格数据包括

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的 GDEMDEM30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M0DLT1M中国 1km分辨率地表温度月合成产

品和 M0DEV1M中国 250m分辨率 EVI 月合成产品，以及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提供的 20

13 年 DMSP/OLS 夜间灯光影像栅格数据和 2015 年人口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土地利用数据来自欧洲航空局(http://maps.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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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l.ac.be/CCI/)提供的 1km分辨率全球土地覆盖数据，重分类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所有指标均通过 ArcGIS重采样为 Ikmxlkm 的数据精度，并统一投影至 GCS_WGS_1984地理坐标系。2030年土地利用数据以

2010 年和 2015 年土地覆盖数据为基础，运用 IDRISI 软件的 CA-Markov 模型预测得出。相关景观指数依据土地覆盖数据运用

Fragstats软件计算得出。 

2 研究方法 

2.1 长三角城市群适应性生态风险三维评估框架 

适应性循环理论是基于生态系统演替的传统观点并对其加以补充和延伸的理论模型[5]，它提供了一种整体和动态的方法来理

解系统与风险效应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16]。Holling C.S.将缓慢重组和快速释放 2 个动态过程补充进传统生态演替过程，并引

入了韧性的概念，指出系统在“潜力-连通度-韧性”三重属性的交互作用驱动下经历开发（r）、保护（K）、释放（O）和重组

（a）4个阶段并进行周期性循环，构成适应性循环[17]（图 2）。其中潜力是指系统自身的特质,连通度反映系统组分间的交互作

用，韧性表示系统受干扰后恢复稳态的能力，反映了时间维度上单元的动态过程
[16][18]

。 

 

 

适应性循环描述了系统与风险之间的相互反馈，但是欠缺对多风险源的定量评估与空间落位。而区域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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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源“暴露”与“干扰”效应叠加的静态评估，没有考虑风险效应和系统适应性之间的动态过程。因此,本研究将适应性循

环与区域生态风险评估框架进行耦合，构建适应性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内容（图 3）：一是构建“潜力-连通

度-韧性”3 个特征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对长三角城市群当前和未来的适应性生态风险时空演变进行评估与空间落位，进

一步识别各城市所处的适应性循环阶段，将风险预测扩展到对风险阶段的识别;三是针对各阶段的风险特征提出适应性规划策

略。 

 

在该研究框架的视角下,适应性循环中的开发（r）、保护（K）、释放（Ω）和重组（a）4个阶段分别对应了城市发展的 4

个不同时期。开发（r）阶段对应城市迅速发展时期，城市建设和人群集聚导致生态韧性持续降低；保护（K）阶段为城市发展

成熟期，生态风险达到最高阈值;高风险导致系统极易崩溃并进入释放（Ω）阶段，即城市发展过载时期；随后系统进入重组（a）

阶段，生态功能逐步恢复，这一阶段对应城市发展初期，新的适应性循环也由此阶段开始。潜力-连通度-韧性三重属性对应不

同生态风险特征，潜力表示系统不同属性的空间要素所面临的潜在生态风险;连通度表示系统要素间不同空间结构所面临的风险
[19]；韧性定义为系统发展的动态过程中经受干扰并可维持其功能的能力同时，区域生态风险具有暴露和干扰效应，暴露表示系

统自身属性，干扰表示人为干扰和气候等外部环境条件。 

2.2 指标体系构建 

对于研究区来说，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对区域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干扰;另一方面，沿海地区面临着气候变

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暴雨、洪涝等一系列自然灾害风险。针对这些问题，以“潜力-连通度-韧性”3个特征属性作为风险准则

层，基于风险源所具有的暴露效应和干扰效应，进行指标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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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潜力风险指标 

潜力风险表示系统自身空间异质单元属性对区域生态风险源的影响和响应,其值增加表示系统面临的潜在风险增加。 

潜力风险中的暴露效应体现在系统自身属性,包括地形地貌、城市建设程度和植被特征，因此选取坡度、土地利用类型、人

类足迹指数和增强植被指数。坡度用于表征现状地形的潜在水土流失生态风险，以 20和 25。作为风险阈值进行归一化计算[20］；

土地利用类型代表不同程度开发建设的土地所具有的生态风险潜力，人类足迹干扰指数通过各类土地的污染风险强度反映人类

活动对水质的干扰[21］，由 WaterWorld生态引擎(http://www1.policysupport.org/cgi-bin/ecoengine/)基于当前土地覆盖数据

模拟得出;增强植被指数改善了植被覆盖率对于高饱和植被覆盖区描述的精准度[22]，通过植被特征反映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干

扰效应体现在自然灾害和城市建设两方面威胁，选取自然灾害相关的降雨侵蚀力、极端降水和海平面上升趋势，以及与城市建

设相关的地表温度和夜间灯光强度。运用年平均降雨侵蚀力的计算模型计算土壤侵蚀的潜在风险[23][24]，极端降水以世界气象组

织提出的极端气候指数日降雨量 25mm 作为最高风险阈值进行归一化计算，依据 IPCC 预测的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趋势选取海平

面上升 1m的淹没范围；地表温度反映了城市热岛与高温风险，夜间灯光指数用于体现社会经济发展与高强度人类活动对生态系

统的干扰程度[25]。 

2.2.2连通度风险指标 

连通度风险表示系统单元间空间结构对区域生态风险源的影响。指标评估了不同景观结构对生态风险的响应程度，其值的

增加代表系统景观斑块破碎且通达性差，系统的连通度风险增加。 

连通度风险中的暴露效应体现在系统的景观格局，包括景观丰富度和景观连通度。其中 Shannon 多样性指数反映景观类型

丰富程度，其值越高则景观类型越丰富，相邻景观单元间相互作用越强，系统风险越小[26],采用 fragstats4.2 的移动窗口工具

以 2km移动半径计算该指数并得到空间落位[27]。景观连通度是景观单元空间连续性的测度[28]，基于最小阻力模型运用 ArcGIS成

本距离分析工具进行计算与空间落位，其值越高则生态空间整体性越强，风险越低。干扰效应为城市建设与人类活动对系统景

观结构的干扰，包括距建设用地距离、距工业用地距离、路网密度、人口密度和港口密度。其中距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距离分

别体现了城市扩张和工业生产对周边生态用地的干扰;路网密度代表建设程度对生态用地连通性的干扰，通过景观破碎化加剧区

域生态风险[29]；人口密度体现了人类活动强度对栖息地质量的干扰[30]；港口建设已成为海洋和滨海生境的主要干扰源，港口密

度的提高加大了沿海生境的生态风险[31]。 

2.2.3韧性风险指标 

韧性风险表示系统动态过程对区域生态风险源的影响和响应，即景观单元所受干扰的持续性以及从干扰中恢复的水平。系

统韧性同时受到自身生态演替与外界社会环境干扰的共同影响，如土地开发的持续性、生态修复的趋向等[18]。目前关于系统韧

性的评估多集中在经济与生态层面,指标数量庞大，本研究着眼于对区域适应性生态风险的综合评估,选取指标集中于评估社会

经济与自然环境变化趋势导致系统应对生态风险适应能力的变化，因此通过表征生态系统演变的增强植被指数趋势与综合体现

城市建设程度的夜间灯光强度指数趋势两个指标来评估韧性特征风险，其值的增加代表系统生态韧性的风险增加。 

韧性风险中的暴露效应体现在系统自身生态特征的变化趋势,选取增强植被指数反映植被覆盖特征的变化，可视为生态系统

自身在风险环境中的演替过程[18]，以在区域生态环境演变层面衡量区域的韧性。依据 2005 年至 2015 年的最大 EVI 数据做趋势

分析，指数增长表示植被处于恢复状态，区域生态风险降低。干扰效应体现在外界社会环境的变化趋势，研究区处于快速开发

建设阶段，人类活动是最主要的干扰过程，因此选取 2000 年至 2015 年夜间灯光强度变化趋势来进行风险评估，夜间灯光强度

指数主要用于城镇扩展研究，其变化趋势可以反映城市扩张与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趋势，指数增长表示城市化水平增强且人类活

动密集，即人类干扰加剧，区域生态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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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 3个方面，筛选建立包含 18个指标的潜力-连通度-韧性适应性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各

指标权重(表 l)。 

表 1长三角城市群潜力-连通度-韧性适应性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权重) 

Criteria (weights) 

风险层 

Risk sources 

指标权重 

Indicators (weights) 

内涵 

Connotation of indicators 

归一化 

Normalization 

潜力风险(0.493) 暴露 坡度(0.077) 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 正向 

Potential Risk  土地利用类型(0.153) 人类活动的干扰 正向 

  增强植被指数(0.216) 植被绿色程度 反向 

  人类足迹干扰指数(0.108) 人类活动对水质的干扰 正向 

 干扰 降雨侵蚀力(0.063) 水土流失风险 正向 

  极端降雨(0.145) 洪涝灾害风险 正向 

  海平面上升(0.073) 淹没风险 正向 

  地表温度(0.055) 城市热岛与高温风险 正向 

  夜间灯光强度(0.110) 城市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 正向 

连通度风险(0.311) 暴露 Shannon多样性指 

(0.360) 

景观类型丰富度 反向 

Connectedness risk  景观连通度(0.267) 生态空间连通程度 反向 

 干扰 距建设用地距离(0.080) 城市扩张的干扰 反向 

  距工业用地距离(0.061) 工业污染的干扰 反向 

  路网密度(0.122) 城市建设对生态连通性的干扰 正向 

  人口密度(0.040) 人口聚集对栖息地质量的干扰 正向 

  港口密度(0.070) 海岸建设对滨海及海洋生境的干扰 正向 

韧性风险(0.196) 暴露 植被盖度变化趋势(0.668) 生态系统的抗干扰恢复能力趋势 反向 

Resilience Risk 干扰 夜间灯光强度变化趋势 

(0.332) 

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的 

干扰趋势 

正向 

 

2.3适应性生态风险指数构建与阶段识别 

研究区的数据多基于基础栅格数据进行二次计算，依据耦合框架构建适应性生态风险指数，并依据系统的 3 类特征风险值

进行各个城市所处适应性循环阶段的识别，以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 

2.3.1归一化处理 

为统一衡量标准，在后续指标计算及空间落位中，均通过归一化处理将各指标数据转变为针对区域生态风险的相对值(公式

1),便于后续计算。 

正向指标： ;逆向指标：  

其中 Ip为正向指标的归一化值，In为逆向指标的归一化值；Imin为指标的国际/国内通用最小阈值；Imax为指标的国际/国内通

用最大阈值，归一化指标值的范围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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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适应性生态风险指数构建 

对归一化后的各项指标(Ii)进行权重(Wi)赋值，按照适应性循环的“潜力-连通度-韧性”3 个特征属性划分为潜力风险值

(Potential risk,Rp)、连通度风险值(Connectedness risk,Rc)和韧性风险值(Resilience risk,Rr)，每类包含区域生态风险的

暴露与干扰指标，通过指标叠加得出 3类风险值(Ri)(公式 2)，进一步加权叠加得到适应性生态风险指数(Adaptive ecological 

risk index,AERISES)(公式 3)。 

风险值：  

适应性生态风险指数：  

其中 Ri表示三类风险值,AERISES为适应性生态风险指数，Ii为归一化风险指标，wi表示各指标与准则层相应的权重。 

2.3.3适应性循环阶段识别 

依据潜力、连通度和韧性 3类特征风险数据，运用 ArcGIS区域分析的分区统计工具，以城市为单元将空间风险数据的分区

平均值进行空间落位和统计分析。建立 3类特征维度的三维坐标轴,将各个城市以 3类风险值作为坐标值进行落位，以得到各个

城市所对应的适应性循环不同阶段。 

3 结果与讨论 

3.1 适应性生态风险指标空间分布格局 

对各指标的风险值进行计算得出 18个指标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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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风险指标呈现由城市建成区向生态区域逐渐降低的趋势，包括土地利用类型、增强植被指数、人类足迹干扰指数、

地表温度、夜间灯光强度、景观连通度、距建设用地距离、距工业用地距离、路网密度和人口密度，这些指标与城市发展密切

相关。长三角城市群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带来了城市热岛、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生态威胁，同时扩张建设侵占生态用

地,割裂生态斑块，导致系统对风险的适应能力退化，加剧了风险强度。 

坡度、降雨侵蚀力、极端降雨、海平面上升趋势和 Shannon 多样性指数的高风险值分别集中在山区、沿海区域和平原农田

区。山区的复杂地形和湿季的极端降雨加剧了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同时气候变化为沿海区域带来海平面上升的威

胁;平原区的土地覆被以农田为主，其景观类型单一,抵抗风险能力较低，生态风险高于自然生态系统[16]。这些指标的空间分布

异质性体现了长三角城市群社会-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风险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植被盖度变化和夜间灯光强度变化的高风险区集中在城市外围，城区内部风险较低。反映出多数城市现已采取一定生态措

施，建设重点转向城郊区域与中小城市，从而增加了城市外围区域的生态风险。 

3.2 适应性生态风险指数时空分布特征 

对当前和未来的风险指标进行加权叠加，得出长三角城市群“潜力-连通度-韧性”特征风险值空间分布以及暴露、干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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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图 5）。 

整体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风险分布趋势，高风险区域多集中在城市群和沿海区，西部、南部的丘陵农田与山地、林地等生

态空间的生态风险较低。 

潜力和连通度反映了系统的属性与空间结构，它们的风险与人为干扰指标相关性强风险分布呈现由城市区向生态区域降低

的趋势。韧性体现系统的动态过程，反映了近十年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历程对区域生态风险的响应，结果显示大城市内部的

风险较低，而高风险区集中在城市外围郊区和中小城市群，这表明城市自身具有一定的生态韧性,且大城市已由开发建设转为重

视生态环境，目前已采取相应的生态策略提升城市内部应对生态风险的适应能力。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生态系统的生态风险和

系统响应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传统生态风险评估针对系统自身属性和风险源干扰的结论是具有局限性的，它忽略了系统自身

的适应能力以及相关规划政策的影响。暴露与干扰的风险分布趋势相似，但暴露的高风险区集中在城市用地,而干扰的高风险区

已扩展到城市外围区域，且在未来会继续扩大并向西南山区蔓延，未来暴露风险会在平原农田区出现上升趋势。 

综合以上指标得出适应性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风险最高的区域集中在大城市群和东部沿海区域，城市郊区也有较高的风

险，丘陵山地区的风险值最低。未来风险分布可以看出，高风险区域开始向中小城市群转移,沿海区域依旧具有较高风险，西南

山区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气候影响也开始出现较高的风险趋势。 

这些结果证明，长三角城市群目前采取的生态规划措施，如绿色城镇化理念、绿色产业、生态型城市建设等,有助于降低城

市生态风险。对于生态区域，规划一体化、多层次、功能复合的区域生态网络，有助于提高区域的生态适应能力。 

3.3 城市适应性生态风险循环阶段及适应性 

策略探讨 

研究计算了长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的 3个特征风险平均值并进行空间落位（图 6）和统计分析（图 7）。依据城市规模来看，

超大和特大城市上海和南京在 3 个特征维度都具有高风险;大中城市的风险特征分异性明显,如无锡、常州、苏州等城市都具有

至少 2 个特征维度的较高风险值，杭州、宁波、绍兴等城市风险值均较低，分析此结果可能与城市内生态空间的分布相关，如

苏州位于太湖平原，城市建设比例大，而杭州西南有大面积山地区域，生态空间具有较高比例;小城市普遍呈现低风险特征。 

结合适应性循环模型，依据“潜力-连通度-韧性”三维坐标系和各城市 3个特征风险值进行适应性生态风险阶段落位（图 8）。 

上海、苏州、无锡和南京处于保护（K）阶段，是各生态风险最高的城市，韧性风险由最高阈值开始进入下降阶段，表明这

些城市已进入城市发展的成熟稳定阶段，尽管城市高度建设带来较高的风险和干扰，但已开始向重视生态发展转型。合肥、南

通、常州等 8 个大城市处于开发（r）阶段，潜力、连通度和韧性的风险值呈现从低到高的增长趋势,此阶段是城市建设用地加

速扩张的时期。其余 14个城市，包括中小城市和杭州、宁波等大城市处于重组（a）阶段,此阶段各风险值较低，其中，中小城

市正处于初步开发建设时期，而杭州、宁波等城市由于生态条件和地理位置优越，因此也具有较低的生态风险。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尚未有城市进入释放（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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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各城市所处的适应性循环阶段和相应的风险特征与演变趋势，可以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开发（r）阶段的城市正处于

建设时期，城市处于可干预的快速变化过程，应在总体规划中纳入生态理念,在开发建设时注重生态斑块的保护，通过城市森林

和外围农田生态空间限制建设用地的无限扩张，以减少潜在的生态风险,维持系统的连通度和韧性[33]。保护（K）阶段的城市建

设已经饱和，无法显著降低潜力的风险，因此要从优化景观格局入手，在城市内部增加小型生态斑块和生态廊道，完善绿色基

础设施体系规划，以改善生态连通度和韧性。重组（a）阶段的城市要注重对现状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开发建设不应破环现存

的生态屏障,可以通过设立生态红线以控制和减少人类活动造成的加剧干扰的风险，以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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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目前选取的指标体系集中在 3 个风险特征,避免了庞杂指标的叠加，但仍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后续可以继续研究如何将政策导向纳入评估体系。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赋值，具有一定主观性。由于未来数

据限制，研究采用高排放量的未来气候情景和一切照旧的城市扩张情景，但欠缺对于政策限制城市扩张、生态保护以及城市自

适应机制的考虑,后续可以通过情景偏好设置进行多情景评估分析。 

适应性循环理论目前较少有定量分析和空间落位的研究，而区域生态风险评估框架多集中在空间维度较少纳入时间概念，

因此将两者耦合是一个挑战。本研究将适应性循环的 3 个特征归纳为表征风险的景观单元属性特征、景观空间结构特征和时间

变化趋势特征，进而与区域生态风险指标形成对应关系以进行空间量化分析。并进一步将区域生态风险预测扩展到风险阶段的

识别，以对复杂而动态变化的社会-生态系统进行更为全面的风险评估研究。本研究框架为区域生态风险评估提供了多维分析的

角度，可以支持城市空间及区域国土空间的分析评估与规划指导。但由于该框架依据系统自身属性、空间结构以及动态过程的

空间异质性进行风险评估，因此对于小尺度空间的评估可能会由于空间特征较单一而存在一定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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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和城市扩张的背景下，三角洲生态风险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耦合适应性循环理论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估对于长

三角城市群社会-生态系统的生态适应性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长三角城市群而言，各个城市均具有较高的生态风险，至 2030

年整体风险仍呈上升趋势且开始向生态空间扩展。对于风险阶段的识别有助于认识各个城市的生态风险动态发展过程，可以为

规划策略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依据，进而推进长三角城市群绿色转型，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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